
传 统 与 嬗 变
———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

董　磊　明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analysis model on inner integration of vil-

lage.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inner 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nsists of three main aspects:in-

stitution integration ,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Based on field research on

villages of south Jiangsu province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se villages' inner integration by de-

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power and elite structure.It discusses that the decollective reform of

village' s collective works has radically changed the local power structure and inner integration of

village.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integration of such villages.

＊　本文是“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课题组系列论文之一。本研究得到了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资助。

　　近年来 ,在效益持续下滑的巨大压力下 ,苏南集体企业走上了改制之路 。对此有人曾敏锐

地指出 ,乡镇企业改制必然会导致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邱泽奇 , 1999)。但是 ,他未能进一步

描述 、分析集体企业改制后的村落权力结构 ,精英构成状况和今后苏南农村的秩序维持 、村治

格局的演变趋势 。本文拟通过对苏南农村社会关联的分析来探讨企业改制后的村治格局 。

一 、经济关联 、文化关联与组织关联

村庄秩序的维持是村庄发展的前提 ,是当下村级治理的首要目标。村庄的秩序状况是村

治状况的首要表征。有学者曾指出:“村庄秩序的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客观经济形势和

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 ,而村庄的社会关联则构成

了村庄秩序的基础(贺雪峰 、仝志辉 ,2001)。通过剖析村庄社会关联对村庄秩序的影响来研究

村治格局 ,应成为我们探讨集体企业改制后苏南农村村级治理的极好视角 。

村庄的社会关联指村庄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 ,它是村庄的黏合剂 ,极大程度地决

定着人们的一致行动能力 ,从而影响了村庄的组织状况和秩序。村庄社区 ,实际上是经济 、文

化 、行政 、组织的空间场域构成的集合体 ,因此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往往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人

们的组织关联 、文化关联和经济关联。这三者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而文化和经济关联更具主

导性 ,它们是组织关联发挥作用的前提:一个村落中具有强文化关联 、经济关联 ,便有可能内生

出组织关联;而组织也只有在文化关联和经济关联强的群体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反之 ,即

便通过“规划的社会变迁”将人们组织起来 ,这种组织也是高成本 、低效率的 。例如人民公社时

期 ,村民们的强组织关联是靠国家的强意识形态控制 、集体对社区资源的全面控制而支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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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乡 、村 、组三级组织依旧存在 ,但有的地区因村庄文化关联和经济关联的消减出现了“组

织瘫痪” 、失序的情况 ,有的地区则依靠文化关联 、经济关联的维系而保持着秩序。

经济关联指人们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联系 。可大致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 。纵向经

济关联缘于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依附关系 ,经济上的强势者可以凭借手中资源 ,使

弱势者依附甚至屈从于自己。如在集体组织控制着主要社区资源的村庄 ,村民与村组织及村

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经济关联就很密切。又如解放前的地主与佃农 、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和

工人 ,他们之间的纵向经济关联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分化 。横向关联则缘于人们面对共同的经

济目标而形成的相互合作或竞争的关系 。例如在一些村庄 ,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村庄社区

内部 ,集体资源对他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时他们就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形成集体行动 。

又如在费孝通笔下的开弦弓村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抗旱排涝———共同的经济利益成为他

们的联系纽带 ,促成了他们的集体行动(费孝通 ,1986)。但是拥有共同的经济目标只是人们在

客观上存在了经济关联 ,并不一定能形成社会关联。因为这还需要每个个体对这种客观联系

具有自觉的主观认同 ,从而形成集体认同 、“我们感” 。这种集体认同的形成有赖于人们经验的

共同性 ,需要人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遵守共同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 ,需要他们之间信息的充分

对称。因此这就需要人们存在较强的文化关联 。可以说 ,没有社区文化关联 、文化网络的支

撑 ,仅依靠客观存在的横向经济关联是不太可能形成有机的社会关联的。

文化关联指人们由于具有共所认同的习惯 、象征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产生连带关系 。文

化关联是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它以人们有同一的 、相对稳定的活动空间 ,交往较为密

切为前提 ,并扎根于社区和个体之中。文化关联状况具有历史延续性 ,且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变

更 、再生 ,它受到大共同体的大传统和小共同体的小传统的影响 。前者主要表现为当时主流的

意识形态 、象征和规范内化并植根于人们主观世界的情况 。大传统的渗透能力受到推行的强

度和时间的影响 。我们知道 ,大传统的影响力源自于国家教化或强制塑造 ,它需要当时的国家

能有效地通过意识形态和象征等级制 ,将一批地方精英吸纳到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 ,利用他们

的网络实施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使得地方社区具有“国家化”倾向 。古代中国 ,儒家伦理就是这

样经过千百年的“润物细无声”根植于民间的 。同时 ,大传统也只有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相适

应 ,才能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否则 ,一旦强制力削弱 ,它的影响便可能迅速消减。文革中集体主

义大传统的命运便是最好的证明。现阶段 ,大传统主要是“政党伦理”(刘小枫 , 1998:171-

17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所规约的意识形态 、价值取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较之以

前 ,现在大传统对农民的影响力已非常弱了。

历史上大传统与地方性知识冲撞 、揉合 、定格后形成了现时的地方性知识 ,它们与人们的

家族历史 、社区历史相结合 ,构成了现时的社区小传统 。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村 ,小传统集中

体现为村庄的记忆。分析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 ,主要通过两个维度进行:记忆的强弱程度和同

质程度 。我们认为 ,记忆的强弱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历史上人们的关联强度 、交往频度 。

只有历史上人们交往频繁 、联结强 ,遗传给现代的记忆客体才丰富 ,才刺激强烈;二是大传统与

小传统的沟通方式 、相容程度 。如果大传统蔑视 、无视小传统 ,以强制方式推行某种意识形态

来沟通国家与社会关系 ,处理两者的冲突 ,那就可能摧灭小传统或将小传统压入地下 ,长期下

去 ,社区记忆就会弱化 。解放后三十年 ,我们有过这种经历。如果大传统宽容地对待小传统 ,

那么社区记忆就相对强一些。三是当前人们对社区记忆的需求程度 。当集体行动的需求增强

(如需要加强对内协作 ,对外抗御)时 ,如果社区记忆对现时的人们有用 ,它会成为一种资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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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尽一切可能维持 、强化这种记忆 ,甚至会“创造历史” 。近年来 ,这种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 。

社区记忆强的村庄 ,人们往往能获得较强的一致感 、认同感 。这使得社区中产生自律与他律机

制:个体在行动时通常会顾及到伦理道德 、“舆论” 、“面子”等构成的文化网络的张力 ,会考虑行

为的后果;甚至会基于对别人的认同而对自利进行重新定义 ,将别人的利益包含于自己的主观

利益中 ,从而导致利他行为。当然我们绝不能因此简单地说社区记忆强的村庄文化关联就强 ,

因为决定村庄文化关联强弱还有一个变量———记忆的同质程度 。因为现在的“村庄”(行政村)

是近代以来“规划的社会变迁”的产物 ,它们有的是由若干个自然村构成 ,而历史上各个自然村

之间可能存在着社区壁垒 ,这使得它们之间的集体记忆可能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同一个自然

村 ,如果它由若干个有世仇的强记忆宗族构成 ,其文化关联也不会很强 ,不容易形成集体行动 。

当然 ,只有在社区记忆强的地方 ,记忆的同质程度这个变量的重要性才会凸显出来。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文化关联之所以能起到整合作用 ,是因为它能将人们纳入到同一

“文化场景”之中 。当不同的经济阶层 、年龄层次 、文化水平的人处于同一文化场景 、文化平台

之中时 ,他们之间才有共同的语境 ,行动时才会认可 、顾及到文化网络的张力。否则 ,即使人们

生活于同一社区 ,他们也不是处在同一个文化空间场域内 ,从而可能会出现“同村异梦” 。而文

化场景是人们在长时期交往 、沟通中建构起来的。交往的频繁 , “重复博弈” ,使得社区成了“熟

人社会” ,在这里人们的信息充分对称 , “社会资本”雄厚 。

因此 ,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弱取决于村庄的文化关联 、经济关联———这些村庄本土特性的重

要组成部分 ———的强弱 ,以及村庄组织体系对这些本土资源的利用情况。它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村庄集体行动的能力;同时当集体行动需求强时 ,也会从外部刺激社会关联趋于强化。

二 、苏南农村社会关联的历史传统

苏南农村自宋代以来就是我国最富庶地区。由于农作物的人均量高 ,投资土地的赢利可

观 ,因此 ,到本世纪上半期该地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出租土地占耕地面

积的近一半 ,而当时在华北地区仅约18%(黄宗智 ,2000)。由于清朝雍正年间以后 ,国家仅向

拥有田底权(即土地的所有权)的地主收税 ,而这些地主自明末起往往已迁居于城里(如 20年

代后期 ,昆山县约有 66%的地主不住在本乡[段本洛 、单强 , 1994]),因此苏南地区的小农无需

直接与国家政权打交道 ,不像华北的小农那样要成立有组织的领导与国家政权交涉。黄宗智

指出:这种情形造成了华北与苏南的农民社团有非常不同的结构:“华北的村庄有一种由`会

首' 组成的非正式的议事会 ,负责收税并统揽村庄内的各种事务 。在长江三角洲 ,农民无组织

村政权的需要 ,农村社团主要由家族关系来维系” 。长江三角洲村庄的同族村社强有力而超族

村庄组织微弱;华北村庄则超族村社强有力而同族集团比较微弱(黄宗智 , 2000)。

黄宗智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的表述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事实上 ,解放前苏南

地区的家族影响不仅远远不及闽 、浙 、赣 、粤等地 ,也弱于华北地区。对此我们仅从黄宗智本人

的书中也可见端倪:松江县薛家埭的村民仅能把起源追溯到太平天国之后 ,“这里有四代祖坟 ,

没有一个家庭能重建四代以上的家系” 。在华北沙井村则能数出六七十座祖坟 ,各家族的历史

能追溯到清初(黄宗智 ,2000)。薛家埭的情况在长江三角洲十分普遍。费孝通指出 ,当时“村

里的氏族没有任何共同的财产”(费孝通 ,1986)。可以说 ,20世纪初 ,苏南的大多数村庄中 ,村

民们基于血缘而形成的“机械性联结”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是较弱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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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该地区受近代工商业的冲击较大;另一方面还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 。太平天国时期 ,苏

南人口损失惨重(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丁额分别由 1830年的 340万和 26万减至 1865年

的129万和近 14万;金坛县的人口经过战争则由 70万降至 3万多)。战后苏南三分之二地区

的农业劳动力奇缺 ,苏北 、河南等地的大量移民纷纷涌入(何柄棣 ,2000),这样 , “主要由家族关

系来维系”的农村社团的整合功能较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村庄中又不具备形成有效的“有

机联结”的条件 。解放前 ,苏南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很低的 ,其原因之一在于当地经济上

的稳定与富庶:一方面投资土地回报率高导致土地集中程度高 ,小农多租种地主土地 ,而地主

又多居于城里 ,使得村落社区中不能形成纵向的经济关联。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尚能维持 ,社会

相对稳定 ,村庄抵御外来侵扰的压力不大 ,无需组织起来对付匪患 ,也无需对付国家的苛捐杂

税。在团结互助的需求不强 ,村民的横向经济关联较弱的背景下 ,苏南农村家族的功能主要是

调解纠纷 ,帮助操办红白喜事等 ,相对于东南沿海 、华北地区 ,这一带家族内的认同感 、一致感

要弱得多 。这种低社会关联的历史对后来的村治有很大的影响 。

解放后 ,强有力的党政组织对农村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人民公社时期 ,集体组织几乎掌握

了村庄的所有资源 ,韦伯所说的两种控制———依仗占有财产 、资源进行控制和依仗权威强制命

令进行控制 ———在这里合二为一 ,导致村民对集体的全面依赖。这时每个村民都与集体建立

起牢固的纵向关联。而在横向上 ,村民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却十分弱。原本就不强的家族认同 ,

又被“革命”的大传统摧灭 ,大家都是“社员同志” ;原先的“旧伦理道德”为“集体主义”所替代 。

在经济上 ,虽然大家拥有共同的公共资源 ,但制度安排却导致了他们不可能通过合作或竞争使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彼此间产生不了横向经济关联;虽然大家天天在一起进行劳动和其他

集体活动 ,交往较解放前更为密切 ,但是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又加剧了村民之间的疑忌 ,强

化了农户之间的壁垒 。村民对集体的过度依赖 ,村民与集体的纵向关联过于牢固 ,村民之间不

信任感的加剧不仅削弱了村民之间原有的社会关联 ,而且阻碍了他们之间新的横向关联的形

成。此时 ,由原子化的村民与强有力的集体组织组成的村庄 ,其结构颇类似于太阳系:每个行

星都在围绕着恒星运转 ,但彼此间的引力却十分弱小。

农村改革之后 ,国家权力从农村后撤 ,村民获得了经济自主权 ,村集体组织萎缩 。但此时 ,

在地方政府和村庄集体组织的推动下 ,苏南的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 ,包括乡 、村 、组三级企

业 ,其中对村庄社会结构 、权力结构影响更大的是村 、组企业)迅速崛起。尽管国家赋予村集体

组织和村干部的权力 、权威大大减小 ,但对新增资源的控制又在很大程度上对此予以了弥补 。

在这种“(准)行政经济模式”(或曰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 、干部经济模式)下 ,村 、组集体企业

由集体组织掌管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权体制依然存在 ,尽管与原先的功能已不能同日而语 。

此时的苏南农村 ,虽然村民的社会流动增加 ,经济自主权恢复 ,经济收入分化 ,但是相互之

间的社会关联却依然不强 ,村民们分层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 、企业工人 、种地的农民等 ,但他

们并没有产生阶层的身份认同 。自由的经济环境也造就了一批经济精英 ,但他们中一部分人

的生活面向却在村庄之外;而另一部分也尚未发育到自觉组织起来维护群体利益的程度 。至

于普通村民 ,他们依旧还是一盘散沙 ,原子化的个体 。可以说在集体企业改制之前 ,苏南农村

的村庄关联结构与人民公社时期无大的改变 ,但关联程度已大为削弱;集体组织的权威虽较其

他地区高出许多 ,但比起人民公社时期已日渐式微 。这种情况下 ,村集体组织尚能维持村庄的

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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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体企业改制后的社会关联与村治

进入 90年代以后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 , “苏南模式”的弊病日益暴露 ,最终迫使集体企业改

制。集体企业的改制不仅给苏南的经济 ,而且给苏南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

响。本文着重讨论村集体企业改制对村庄社会关联和村治的影响。

苏南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大体思路是大型企业公司制 ,中型企业股份合作制 ,弱小企

业私营制 。村 、组集体企业大多是小企业 ,因此各地多对其进行私营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 。

改制后的企业老板多为原先的企业负责人和村干部 ,回收资金基本上控制在村集体手中 。

改制后 ,村集体控制的资源大大减少 。据我们的调查 ,无论是村干部 、企业主还是普通村

民都承认 ,改制过程中集体资金流失不可避免 。不少村为了防止改制后“集体资产太少不能办

事” ,只将企业的动产出售 ,而将不动产出租。集体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 ,还“不至于太空” 。即

使如此 ,大多数村的集体收入还是有所减少。村集体的权威开始下降 。在原来的体制下 ,村集

体可以很方便地从企业抽取剩余 ,而现在集体欲办公益事业时 ,需向企业主“做工作” ,请他们

“赞助” 。由于改制过程中 ,许多企业主与村集体主要负责人存在“默契” ,获益匪浅 ,同时村集

体毕竟还控制着相当的社区资源 , “还有用得上的地方 ,不能把关系弄僵” ,企业主一般是会给

村里面子的 。但是 ,不少村干部已明显感到“说话没有以前有份量了” 。一位村书记说:“我向

他们拉赞助 ,一般都能拉到 ,我拿钱是办公益事业 ,他们还能给面子 。不过这与以前从厂里拿

钱已不同了 ,有时要做好几次工作 ,有的人还讨价还价 。再过几年 ,他们腰杆粗了 ,钱更难要。”

针对上述情况 ,一些地方政府提出诸如“带头致富 、带领致富”之类的口号 ,要求村主要干

部办企业 ,有的甚至将此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与干部的收入挂钩。一位镇领导谈及此举的好处:

“书记在村庄中的威信会上升 ,能够带头捐钱办公益” 。而有的地方则将一些实力强的企业主

吸纳进村班子。苏南某市(县级)有许多企业主(原为普通党员)因为经济实力强而当上村书

记 ,其占村书记的比例已超过 10%。由于干部这顶“红帽子”对自己办企业颇有利 ,同时不能

给“上面”造成自己“太不识抬举”的感觉 ,许多人十分愿意当干部。据我们调查 ,这些“干部企

业家”的主要精力投在自己的企业上 ,不少人将主要村务交给自己放心的人办理。对此 ,一位

镇长认为:“今后村务工作都由二流人物来管 ,这样一来 ,乡镇对村的影响力下降了。这有一定

好处 ,乡镇的许多不合理摊派 、面子工程会减少。但负面作用也很明显 ,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对

富人难有约束力了 ,社会将成为富人的社会。”也有一位镇主要领导认为这样不会削弱乡镇政

府的权威:“在中国 ,政府的力量是强大的 ,即使是经济实力很强的资本家办事也离不开政府。”

改制后 ,苏南农村的社会关联呈现出新的景观 。原来 ,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较为紧密的组

织关和经济关联 ,村集体颇似“保护型经纪”。现在 ,随着集体组织控制的资源量(或相对或绝

对)的减少 ,其与村民的纵向关联开始削弱。由于企业的私营化 ,企业主与工人的纵向经济关

联则增加了 。而且对于在村内私营企业上班的村民来说 ,由于工厂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

较大 ,他们与企业主的纵向经济关联要大于他们与集体的纵向经济关联。

再看看横向经济关联 。原来普通村民之间的经济关联微弱 ,而到目前为止 ,这种关联依旧

不强。过去企业负责人之间的关联也是较弱的。现在由于产权明晰 ,他们与集体之间的博弈

增多(主要表现为要求集体多提供服务 ,降低租金 ,少索取赞助),开始导致企业主为维护自身

利益而加强联合 ,他们的群体认同和关联增强 。而集体与企业主之间原来主要是纵向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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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因为当时集体不仅控制着企业负责人的任免 ,甚至决定着企业的招工 、经营与销售 。现

在这种纵向关联则渐渐转变为横向关联 ,双方之间开始形成互相交换的关系;有的地方甚至形

成了与从前反方向的纵向关联:企业主实力雄厚 ,集体要看企业主的脸色行事 ,依附于企业主 。

秦晖先生称这种现象为“厂并村” 、“庄主经济与庄主政治合一”(秦晖 ,1998)。

再看文化关联。本来苏南村民之间的文化关联较之东南沿海 、华北地区就弱 ,而经过 20

年的工业化 ,村庄日益由封闭走开放 ,村民社会流动不断增多 ,村民间的交往较以前已大大减

少了 。许多村民已成了企业工人 ,他们的作息制度与城市相差无几。不少人早出晚归 ,晚饭后

看看电视就休息 ,邻里间串门聊天 ,一起娱乐的机会减少了。甚至 ,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交往 。有的村民说 ,从前夏天夜晚酷热难耐 ,大家都在一起乘凉;而现在 ,

家里有了电扇甚至空调 ,就不需要在外面乘凉 ,受蚊虫叮咬了。交往的减少使村民之间相互生

疏起来 ,嫁进村里的媳妇 、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在村里的知名度很低。现在的苏南村庄 ,已成了

“半熟人社会”。在这些半熟人社区 ,原本就不强的文化关联的整合力愈发弱小 。

因此 ,集体企业改制降低了村民之间和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联度 ,村集体对村庄的整合

力削弱。同时 ,集体企业改制又增加了企业主和村民 、企业之间的关联 ,企业主在村庄中的地

位日益显赫 ,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随着企业主群体与村集体 、地方政府讨价还价能力的增

强 ,地方威权主义的式微 ,原先乡村之间的“压力型体制”渐逐松动 ,地方政府 、村集体对村庄社

区的控制力开始消弱 。企业主群体侵蚀了村组织的部分权威 ,村组织这种“保护型经纪”的部

分功能亦因此丧失 ,如在扶贫救济 、减轻农民负担(原来许多村集体代替村民上交了部分费

税)、修路造桥等公益事业方面 ,在调解纠纷 、维护治安方面村集体的功能削弱。当实力雄厚的

企业主的利益在村庄中时 ,他们可能会填补权威真空;但如果他们的利益不在村庄中 ,当地村

庄文化关联又弱 ,他们的“社区情结”就很有限了 ,他们很难具有村集体组织那样的社会目标 。

这样 ,苏南农村的社会将难以像过去那样进行有效的整合。

从目前来看 , “厂并村” 、“庄主经济与庄主政治合一”的现象已越来越多 ,苏南地方威权主

义较从前是式微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益崛起的经济精英 、社会精英已具备与代表国家和政党

的地方政府抗衡的实力。虽然经济精英在与地方政府博弈时手中砝码在不断增加 ,但是他们

在经济活动中仍受制于后者 ,在政治上亦依附于后者。因为在政府职能未进行真正转变 ,法制

尚待健全的背景下 , “官” 、“民”之间的“统治 —服从”关系仍旧存在。所以 ,苏南农村有可能会

出现这样的局面:在村庄内部 ,出现权威真空或是实力雄厚的企业主主导村庄权力;而在乡镇

范围内 ,政商结盟 ,企业家收买一些利欲熏心的干部以获取多种优惠和特权 ,攫取更大的便利

与利润。当政商群体之间形成较强的关联 ,通过控制政治 、经济 、社会及文化资源 ,主导社区的

权力时 ,如果相应的法制不健全 ,普通村民的社会关联薄弱 ,不能形成自我保护机制 ,那么苏南

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将难以得到保护 ,最终该地区就可能会出现失序 。

四 、结　语

企业改制后的苏南经济可能会与“温州模式”趋同 ,但苏南的村治模式将与温州地区之间

既有共性 ———在转轨时期存在较大制度空隙的背景下政商结盟 ,又有着较大的区别。而造成

这些区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地村庄的社会关联不同。

苏南与温州地区村庄的社会关联不同使得两地村庄精英群体的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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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现在农村精英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拥有的(经济 、权力或关系)资源较丰厚;个人能力 (包

括个人的知识 、智慧 、为人处事的技巧等①)较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里 ,拥有丰厚的资

源是成为农村精英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 ,农村里还存在这样一个群体:拥有的资源较丰厚 ,但

个人能力有限;或个人能力较强但拥有的资源有限 。这些人的影响力不如那些既有能力 ,又有

资源的村庄精英;但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一定的动员能力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存

在影响村政的可能性 。这个群体我们可称之为“准精英” 。王汉生曾以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为标

准将精英分为权力精英 、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王汉生 ,1994),笔者以为 ,依据前文对“精英”和

“准精英 ”的界定 ,当前农村中有影响力的地痞 、罗汉亦可划归其中 。温州农村的村庄内宗族

影响较强 ,村民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社会关联。他们通过宗族 、亲戚和多种虚拟关系(如拜把

兄弟),拥有比苏南农民多得多的关系资源。因此温州农村中“精英”和“准精英”的规模比苏南

农村大出许多;他们共谋侵犯普通村民的交易成本也更高。两地相比较 ,温州农村中村民们更

容易利用自己的关系资源或通过集体行动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今后苏南农村则更易出现政商

寡头治村。另一方面 ,温州农民之间虽有着较为紧密的社会关联 ,但这种关联似乎仍是一种

“传统型”的关联 ,社区间的壁垒亦是明显的 ,社区间爆发冲突的隐患较大。而苏南农民目前尚

处于原子化状态 ,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形成新的“现代”的社会关联 ,尚难预料。

企业改制为苏南农村建立新型的治理模式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改制前的乡村“压力型

体制”和“新集体主义”模式下 ,苏南农村未有严格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事实上 ,这种村级治

理存在着严重的“内卷化”倾向:村集体组织一柱苦撑天下 ,极力维持村庄秩序 ,它是以大量的

经济投入和社会自组织发展缓慢为代价的 ,可谓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集体企业改制后地方

威权主义的式微为建立新型治理模式 ,实行村民自治留下了空间 。然而如果苏南农民不能形

成现代型的社会关联的基础———基于自由原则 、平等原则 、效率原则上的契约精神 ,和以此为

原则而形成的自组织 ,对法治精神的认同和对法律的尊重 ,该地区就可能出现无序和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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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能力类似于有人提出的“文化资本” ,但又有所不同:在“当地人”眼里 ,文化资本含有价值判断的成分 ,如地
痞 、“恶魔”虽有很强的能力 ,但只是破坏力 ,他们是“坏人” ,没有威信和权威 ,故其“文化资本的积累程度和文化资
本的释放量为零” ;而本文所指“能力”仅是事实判断。(关于“文化资本” ,可参见罗红光 , 2000)


